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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五課：政教分離：50年代三個不同的回應(2) 
(1) 楔子
1) 在上一課，我們先後討論過王明道與龔品梅，他們都是站一個強烈反對三自教會組織的代表人物，亦是先後被捕及被判無期徒刑，他們雖然已經離開人世，但一直都未得中共當局平反，這一課我們要討論倪柝聲及地方教會面對新中國的改變的回應。
2) 倪柝聲(Watchman Nee)生於1903年11月4日，是中國著名的教會領袖，他的影響力遠超王明道，他著作等身很多都譯成英文，就是在西方的教會都有一定的影響力，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只有700-800人，但倪柝聲的家庭教會卻有700多間，遍佈中國，信徒達7萬人，其代表作「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」已對全球成千上萬的基督徒產生重要的影響。
3) 他祖籍福建福州，是家中的長子，他父母都是美以美會福州天安堂教友，他在美以美會受嬰兒洗，就讀著名的三一書院，屬英國聖公會，接受西方教育，是個名列前茅的優等生。17歲那年，中國女佈道家余慈度來到福州傳道，他母親接受了福音，行為有極大的改變，放棄打麻雀的嗜好，而且主動為自己曾向家人發脾氣而認罪悔改，年輕的倪柝聲深受感動，自己亦去聽余慈度講道，又接受福音，願意終身奉獻，並且取了新的名字倪柝聲（原名倪述祖）。
4) 以後幾年間，他一面刻苦讀聖經，一方面又求教於英國女傳教士和受恩(Margaret Barker)。事實上，和受恩是影響倪柝聲至大的前輩，她將弟兄會的著作介紹給他，又嚴格訓練他。1930年底，和受恩去世，年63歲，她死時身無別物，僅遺聖經一本給棿柝聲，裏面有一句話，「為己我無所求，為主我求一切(I want nothing for myself, I want everything for the Lord)。」倪柝聲形容她是「一位發光的基督徒。」
5) 1922年，19歲的倪柝聲與24歲的海軍軍官王載，在王載住所開始第一次擘餅聚會，只有3人參加，即王載兩夫婦及倪柝聲。不久，王峙、王連俊、陸忠信等相繼加入，他們熱切傳福音，人也漸多，聽道的達幾百人，於是他們租用十二間排房屋聚會，初期起名為基督徒會堂。倪柝聲認為不少基督教傳統不合聖經，他以為聖經的教導是一地一教會，又反對按立牧師，所以在1924年，當王載去上海接受宣道會守真堂的美國傳教士伍柏萊的按立為牧師，倪柝聲堅決反對，王載便離開基督徒會堂。
6) 1926年，他患了嚴重的肺病，到南京養病，後遷到無錫，專心著述「屬靈人」。同年，他往上海，並開始福音書房，得到兩位女同工汪佩真及李淵如的幫忙，興起了上海的地方教會，並且有俞成華為上海教會的長老。其後並到處設立地方教會，包括溫州、杭州、廣州、香港、重慶、桂林、昆明等。
7) 1942年，上海教會有不少信徒覺得倪柝聲經營中國生化藥廠不夠屬靈，而且做了不少違背良心的事，這引起他們不滿，他的得力助手李淵如也退出事奉，隱居蘇州，於是上海的長老們（張愚之、俞成華、唐守臨、江守道等）把他革除出上海教會，他亦尊重上海教會之決定，停止一切事奉，也沒有參加擘餅聚會，甚至他在重慶期間，也拒絕出來講道，直至1946-1947，抗戰結束，俞成華、汪佩真邀請他到上海與南京講道，兩地教會得到復興，1947-48年李常受、汪佩真一同探訪倪柝聲，並邀請他出來事奉，他並奉獻了在福州的二個房地，作為教會，一是福州教會，一是執事之家，在1947-1949年間，他帶領各教會，帶來空前的大復興，中國大陸約有7000地方教會，信徒超過7萬，其中4萬是在浙江。
(2) 倪柝聲與三自教會
1) 當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，不少教會領袖都憂慮中國共產黨，因其無神論的立場會逼迫宗教，倪柝聲面對這新政權，他定下有二個不同的立場，一是「頂上去」，一是「埋下來」，謂「頂上去」是對新政權採取不合作抵抗立場；而「埋下來」則是把教會化整為零，分散在信徒家中，另一方面又埋在各種職業裏，就好像日治時期的情形；正如他講過一個比喻，就好像一隻杯，摔在地上碎了，成為小片，你就無法再摔碎這些小片了！然而，他終於採取另一路線，就是在共產黨容許的生存空間中發展。
2) 不過倪柝聲的立場是搖擺不定，原因有下列因素：
· 曾有不少共產黨員與倪接觸，給他一個印象，在新中國的領道下，教會是有生存的空間。其中倪柝聲的太太張品蕙的十六叔是中共黨員，曾多次與倪談話，更保證他在上海不會遭遇麻煩；也可以與中共周旋。
· 中共在初期也表現出溫和政策，容許教會存在，在共同綱領上更白紙黑字列明「中國是有宗教信仰自由」，而且共產黨軍紀不錯，又照顧窮人。
· 然而，他一如其他信徒，對共產黨也有疑問，正如李常受説：「國民黨不管怎樣壞，為福音看門，共產黨不管怎樣好，但卻是反對福音。」他始終也存著對中共不信任的陰影。
· 還有，他有從聖經來的信念。一方面他認同「在某種政治與我們信仰不合時，我們只能逃走」，逃在聖經中並不是羞恥的，耶穌亦有逃，他的理論是：個別信徒可以離開中國，但教會卻不能撤退，必須在新社會下生存，最多是為主殉道，他更強調，基督徒殉道，是「能跑而甘願為主的名不逃跑，他指出在1929-1940年間，蘇聯有130萬基督徒被殺，能為主殉道，是莫大的榮耀。」
現在雖是危機，但也是大好機會，他在上海說：「沒有一個時候傳福音，像現在這麼容易。」正因如此，1947-1950也是中國教會大復興時期；他所主張的「以福音消滅革命」的口號，這亦是成為他日後被打壓的藉口。
3) 1950年，他再次來到香港，有不少人勸他留在香港，但他決定返回上海，因為他以為大陸這麼多教會，他必須要回去照顧他們，為主作見證。
他之所以有此決定，除了他對神的信心外，還有他對形勢一個錯誤的判斷，他以為教會在新中國仍有生存空間，再加上1949年9月共同綱領通過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宗教的自由權」，這對倪柝聲來說，無疑是打了一枝強心針。但隨著周恩來在北京接見吳耀宗等教會人士，指示其推行教會革新運動，表示出國家並不只是消極地容讓教會生存，而是積極的參與，並且有其基本政策，形勢就顯得複雜得多了！
4) 在未談及倪柝聲與三自教會的關係前，我們要留意在1950年下半年所發生的兩件重要事件，一是吳耀宗在周恩來指示下，發表的「三自宣言」，另一件則是朝鮮戰爭所帶來的抗美援朝的保衛國家行動。
吳耀宗等四十人，在周恩來的指示下，發表了三自宣言。但我們可以肯定倪柝聲一定有接到這宣言，並要求簽名參加。顯然，他最初是拒絕參加，他在1950年9月，寫了「我們的立場」及「對三自革新宣言」兩篇文章，囑咐會眾採取「不聽、不信、不傳」態度，因為他不贊成宣言的內容，把基督教與帝國主義掛勾。

況且，他們以為中共主要是針對有西差會背景的教會，而教會聚會所是本色教會，所以俞成華、朱忠臣、唐守臨等上海長老聯名向登記處聲明：「本教會一向是自治、自養、自傳，與外國差會沒有關係。而且他們一向主張一地一教會，是絕對本色化。所以他們既不贊同王明道等的「屬靈合一」看法；又不大願意完全加入三自組織。」
5) 到了1950年7月，他開始有一個明確的方向，據他在一次同工談話中，他明確表示這是神給他們一個機會，就是把所有屬靈派（基要派）的教會合一在地方教會的旗幟下，在這個大的教會中，一方面他們堅持基要派的信仰，向信徒宣告他們的信仰也正是地方教會一向信仰，一方面又向政府表明他們是愛國的、三自的、沒有帝國主義的毒素，他以為這樣教會既可以加倍的擴大，是神給予他們的機會，不可錯過；又可以在新中國的境況下生存，於是他就帶領著地方教會朝著這方向走。一方面他先後與楊紹唐、姜蒙光等保守派人士接觸，拉攏他們加入聚會處，又與內地會交往，內地會同意把位於上海新閘路的總部藏書送給聚會處，而個別地區的內地會亦參加了地方教會。此外，他又爭取耶穌家庭的加入，因此，在1950年聚會處在倪柝聲帶領下，並沒有退縮，反而更積極的擴張。
6) 另一方面，為了向政府表明聚會處正是他們所期望的三自會模式，倪柝聲就帶領聚會「忽然愛國」，包括
· 參加大遊行支持政府，在遊行中，打著「上海教會」四個大字的橫幅參加。
· 參加南京基督徒愛國大集會，反對美帝侵略中國。
· 1951年3月，參加上海宗教界反對美國武裝日本的示威遊行，是次聚會處有450人參加
· 1951年4月8日，聚會處又發動信徒1500人簽名，响應政府。
· 捐獻武器，發動1500信徒認獻了人民幣66159000給朝鮮戰爭。
· 1950年底，又表示支持三自宣言；這是因為他開始或感受到政府是完全支持吳耀宗的三自教會，並且發動了三萬多信徒簽名擁護三自革命宣言，並透過上海聚會處長老唐守臨接觸吳耀宗要求把簽名印在天風上；而聚會處信徒的簽名是佔了全國所有簽名人士的17%。
· 又邀請吳耀宗到聚會處主講「愛國的特別聚會」，有超過1000信徒參加；除了吳耀宗外，不少他以前以為是「現代派」的領袖也被邀請到聚會處講「愛國主義」。據刑福增的研究，當時簽名的信徒根本就不知簽名原因是什麼，又有人以為他們本來是簽名要求政府保存聚會所的地權。但倪柝聲卻把這些簽名交給吳耀宗，以為是支持三自教會之用，他所有這些行動都是以高姿態出現，很明顯他是要告訴政府：他們是愛國和擁護中共的，他以為如此作便可以在這空間生存！
7) 倪柝聲了解到中國重視「群眾運動」，他於是便決定用「群眾運動方式」，在簽名的運動上顯示自己的群眾實力，爭取到更大的發言權。
他的策略是否奏效呢？他萬萬想不到他這樣作卻招來殺身之禍，因為他錯誤估計，帶來一個悲劇性的結局。

首先，他錯誤估計聚會所信徒的反應，這反應在控訴大會中更顯明出來，當毛澤東推行控訴大會，宗教界也積極參與，在1951年8月至10月間，展開連續三個月的控訴運動，其中在上海的控訴會更是有萬人參加。控訴會主要形式是自由發言，自我動員，當時不少信徒對這種控訴會是反感的，其中聚會處一個分組負責人起來發言，指控這類的控訴會並不是出於神，是得罪神。他還未講完，就有人奪去其麥克風，不許其繼續。又有人在控訴會質問三自負責人劉良模，問：「我們到底可以不可以去傳主的福音…政府許可不許可我們傳，傳福音是合法不合法？」往往這些控訴大會都有失控的場面，很多信徒都不願意參加，對政府來説，信徒群眾的反控訴並不是自發的表現，一切都是教會領導人（即倪柝聲）在幕後操作，而是更困難的，有一些信徒，甚至是倪柝聲的同工，在控訴會中起來控訴倪柝聲。先是福州的鄭證光和汪佩真，後在1951年8月在南京的控訴大會中，裴宏恩指倪柝聲控制著470多間地方教會，信徒被禁止用自己的思想，又欺騙教徒，以致倪柝聲處在一個非常危險情況。
8) 此外，他又錯誤估計政府對他的看法，一方面政府一直不大信任他，控訴會後更指定他是幕後黑手，在此情形，他唯一的選擇，就是順著教會內反控訴浪潮，以此作為自保及反抗的手段，再加上他看到在南京控訴會中，屬靈派的楊紹唐成了被控訴的對象，又被踢出教會，他也意識到政府對他的不信任，也可以說他也不大信任政府了！
9) 在1951年12月，倪柝聲向人民政府呈交了題為「我們的自我介紹」約五萬字的申訴文件，為自己30年來的歷史辯解，並控訴三自革新籌委會在領導控訴方面的偏差－是藉此用現代派打擊屬靈派，他的策略大致是這樣的：
· 堅持愛國，在政治立場上，他們是愛國，三自，沒有違背國家的要求與方向。
· 堅持信仰是不容干涉，他控訴三自教會領袖是利用「控訴大會」排除異己，以現代派打擊屬靈派，以吳耀宗為首的三自教會，其實是想用政治理由和手段來打壓屬靈派。
· 又堅持共同綱領賦予人民信仰自由，三自教會的革新正是漠視了人民的信仰自由。
10) 然而，他又錯誤地估計當時的形勢，他低估了政府是控訴大會及三自教會的密切關係，我們可以說，倪柝聲這種站在愛國立場來反控訴三自的「合法抗爭」策略，不但未能達到目標，反而加深了政府對他的疑慮，把他視為反政府的敵人。所以，就趁著全國推行「三反」「五反」運動，把倪柝聲視為「打老虎」的對象，加以打壓。
11) 事緣在三十年代末，倪柝聲在上海開設中國生化製藥廠，抗戰期間遷到重慶，戰後遷回上海，此外，他又開設了翠華化工廠，又成立中國醫藥工業公司(Chinese Medical Industry)，雇用了一些信徒在藥廠工作。1950年，生化廠售給國營東北化學藥廠，他則擔任東北總廠生產委員會主席，在這樁交易中，政府發覺他向政府瞞稅，被部份教會內知情者檢舉，他的經濟罪（瞞稅罪）被揭發出來。此外，由聚會處教會轄下管理的「以琳印刷所」亦引申了問題，信徒工人與教會領導亦發生衝突，而工人亦受到長老們的打壓，信徒被停止擘餅，結果，於1952年4月10日，倪柝聲於上海被捕，帶回瀋陽，被控瞞稅，1953年被判盜竊國家172億元，需繳還給國家，政府又進一步指控他反革命罪行，他被判刑15年，他太太張品蕙是唯一允許探監的人，在文革中，因張品蕙不肯與丈夫離婚而遭迫害，1969年被上海公檢法軍管會稱她為反革命份子，交群眾監督改造，1971年11月7日，於上海中山醫院走廊中病逝，而倪柝聲則於1972年6月1日在獄中逝世。
(3) 倪柝聲被捕後聚會處
1) 當倪柝聲被捕，政府似乎有意不披露此事，天風沒有刊登，也停止對他的批判。1952-1953年人民日報也沒有消息，所以我們相信無論是政府或三自都有意封鎖倪被捕消息，其因何在，也不得而知。
至於聚會處的長老們，除了上海負責的長老外，一般信徒都蒙在鼓裡，他被捕後，上海聚會處事務乃由俞成華、朱臣、杜忠臣、唐守臨、張愚之、顧柏濤，及任鍾祥七位長老管理，但各處聚會處的領導權則落在李淵如和汪佩真兩位姊妹手上，雖然聚會人數大減，但李、汪二人仍銳意發展事工，繼續大量出版倪柝聲的著作；只不過用「編輯部編寫」來代替倪柝聲這個作者名字，此外，他們又打算推行青少年工作。
2) 在個時期，教會出現兩個不同立場與路線，一是反對三自革新，一是支持三自革新，1952年10月20日，張愚之長老與王明道見面，當時北京聚會處的閻迦勒亦在場，這是李淵如指示張愚之此行的，李淵如曾說「參加三自」等於魚在網裏，到跳死為止。她又寫家書表明屬靈教會不能參加三自，所以他們（特別是上海教會）對三自是採取強硬立場，但他們卻又表示順服政權，上海聚會處亦派人參加愛國學習，隨著上海的立場，北京的聚會處，亦宣告退出三自，此舉亦影響其他聚會處。1954年，閻迦勒到安陽、鄭州、開封、石家莊等地，勸當地聚會處負責人退出三自，武漢、廣州、長春等教會亦先後退出三自，而浙江聚會處在1953年退出三自。
3) 然而，教會聚會處亦有些領袖主張「軟」的政策，其中則以唐守臨及任鍾祥為主，他們都是三自革新委員會的委員，他們以為向參加三自與堅持信仰二者並沒有矛盾，但「硬」的一派仍是主流立場，但到了1955年8月7日，王明道被捕，全國亦掀起了批判王明道反革的運動，矛頭亦指向那些與王明道同一立場的「死硬派」人士；很自然，教會聚會處肯定成為政府針對的目標。
4) 1955年中，杭州聚會處負責人趙避塵及徐永明被捕，罪名是「非法行醫」，其實這只是一個藉口；1955年8月，矛頭指向上海聚會處，李淵如和汪佩真寫文章給長老同工參閱，教導他們不要「賣主賣友」，要為信仰站住，寧死不屈。1956年1月29日，上海公安局逮捕了李淵如、汪佩真、張愚之、藍志一、朱臣弟、陳本微等，正式宣告破獲「倪柝聲反革命集團」，此外，俞成華、唐守臨、任鍾祥亦被隔離審查。除了俞成華仍堅定不移，其餘開始改變立場，支持三自，當政府對俞成華施加壓力，他回答說：「我俞醫生，飯吃得下，覺睡得著，良心平安」就決志不屈服。20天後他被押到監房，經過日夜的審訊，50天內昏迷過三次，仍拒不屈服，後來獲釋就醫，但離開監獄不到一天，便在4月13日逝世。
5) 到了1956年，領袖們如左弗如、閻迦勒、李更新、許梅驪先後投入三自，並批判倪柝聲；在1956年4月，在天風刊登了一首詩，作者是黃信華，題目是「基督徒聚會處站起來了」，是一首頗「肉麻」的歌頌國家的詩。1958年，上海巿高級人民法院判李淵如、汪佩真有期徒刑15年，張愚之12年，據稱李、汪二人在獄中放棄了信仰。1958年，政府認定傳道人為剝削階級，必須受改造，因此教牧人員，須參加勞動生產，教會的活動亦紛紛停止，1958年，參加聚會的人數已減至500-600人，到了文革時代，教會完全絕跡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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